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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兴起的农业标准地改革，代表了一种强化农地利用要求的新型农地流转，为
深化农地流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素材和观察窗口。 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契约属

性—治理结构”分析框架，分析了农业标准地改革背后的理论内涵与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强化

农地利用要求的新型农地流转，面临更高的资产专用性及其引发的交易风险。 在村集体组织农

户流转农地的基础上，增设乡镇资产运营公司并强化地方政府的监管与服务，是混合制治理结构

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能够更好地匹配和适应这种新型农地流转的契约属性，从而更有效地降低

交易风险。 相关结论能够为创新农地流转及其组织模式提供更深入的理解，也可为加快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建设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农业标准地改革；农地流转；组织模式

一、引言

改革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深化农村改革，必须继续把住处理

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 在此主线上，农地

流转∗∗是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对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和农

地细碎化明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等，
２００９；Ｗａｎｇ，２０１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鼓励

农地经营权流转，有效推动了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

现代化（Ｙｅ，２０１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中，通过农地流转促进农业经营体系

创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

内在要求（宋洪远等，２０２３）。

农地流转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伴随着亟

需高度重视并妥善解决的农地利用乱象问题，例
如，流转后的抛荒弃耕、掠夺式开发、粗放经营、环
境污染、政策套利、耕地非农化、农地质量下降等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０；陈义媛，２０２０；徐建群等，２０２１；彭
方等，２０２２；李怀，２０２２）。 导致上述问题的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农地利用与农地流转的关联机制不够

健全。 换言之，目前大部分的农地流转合同对流入

方的要求以租金支付为主，而较少涉及流转后的农

地利用行为。 即使有，也只是旨在防止出现极端恶

劣情况的底线式要求∗∗∗，而非关于农地高效利

用∗∗∗∗的要求。 相比于事后再提要求甚至不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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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乡区域平衡发展理念下的土地制度综合改革研究” （编号：１９ＺＤＡ０８８）。 钱文荣为本文通讯

作者

指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的出租、入股等交易，不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依法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体土地承包权，具有明显

的资产使用权租赁市场特征

例如“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及其农业用途”等定性条款

高效利用指的是农地利用效率高。 农地利用效率可以理解为单位面积的农地利用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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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事先在农地流转合同中增加农地高效利用条

款，是对农地利用不当行为更直接、更有力的约束。
关于农地流转的现有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深

入分析了农地确权、社会保障等制度性因素对农地

流转的影响（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等，２００５；Ｍａ 等，２０１５；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８；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２２；钱文荣等，２０２２），以及既

定制度环境下的农地流转组织模式（ Ｉｔｏ 等，２０１６；
钱文荣等，２０１９；程久苗，２０２０；周娟，２０２０；Ｌｉ 等，
２０２１）。 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农地

产权的转移情况，主要旨趣在于加速农地流转进

程、扩大农地流转规模、维护农地流转稳定，而较少

考虑流转农地的利用情况（Ｓｉ 等，２０２１），对于农地

流转与农地利用关联机理的揭示还不够充分。
近年来，一项名为“农业标准地改革”的创新

实践在浙江出现，代表了一种强化农地利用要求的

新型农地流转，为深化农地流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现实素材和观察窗口。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标准地改革的指导意见》，农业

标准地改革的基本内涵是，“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完成必要的区域

评估基础上，按照一定标准建设，并设置主体标准、
产业标准、投入产出标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

控制性指标，实现农用地资源优化配置、劳动生产

率和土地产出率提高”。 概括而言，农业标准地改

革统筹考虑了农地有序流转与农地高效利用，将农

地高效利用条款纳入农地流转合同，由此形成了一

种新型农地流转模式。 农业标准地改革发轫于浙

江省义乌市，在当地取得显著成效①后，于 ２０２２ 年

上升为省级改革举措，以期推动“五个转变”，即从

事后提要求向事先定标准转变、用地主体从找政府

向找市场转变、项目招引从单向选择向双向选择转

变、耕地质量从一般农田向高标准农田转变、农业

发展从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转变。
虽然在现实层面上农业标准地改革已经实施

落地并取得积极成效，但在理论层面上的一些重要

问题却鲜有研究回应。 将农地高效利用条款纳入

农地流转合同是否会引发农地流转契约属性的明

显变化？ 如果是的话，这种更为复杂的新型土地流

转面临着怎样的交易风险？ 农地流转的传统组织

模式能否妥善解决上述问题？ 如果不能，更为匹配

的组织模式是什么？ 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

“契约属性—治理结构”分析框架，尝试对上述问

题给予回应，以期为农地流转及其组织模式创新提

供更深入的理解，也为加快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农业标准地改革”中农地流转的契约属性分析

（一）契约内容：强化了农地利用要求

在农业标准地改革中，农地流转的契约内容发

生了重大变化，并非就流转而论流转，而是对于农

地利用有着更高要求：在常规内容∗的基础上，新
增了农地高效利用条款，强化了对流入方的农地利

用要求。 “强化”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要求

的“广度”。 内容涉及农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等多种效益，并细化为投入产出、设
施装备、安全环保、面积年限、带动效益等“控制性

指标”，对应着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等更

宏观层面上的战略部署。 二是要求的“高度”。 条

款不仅包含农地利用的底线式要求，还着重对控制

性指标的目标值进行了高标准设置。 设置原则是

高出当地平均水平 ２０％以上，且不低于现有同类或

相似项目的先进水平。 以义乌市的农业标准地改

革为例，控制性指标及其目标值如表 １ 和表 ２ 所

示。 其中，用于流转的农地分为三类：主要种植当

年生作物和多年生作物的一类标准地（主要是一

般农田），主要种植当年生作物和多年生草本作物

的二类标准地（主要是永久基本农田），主要种植

粮食作物的三类标准地 （主要是粮食生产功能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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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实施农业标准地改革以来，义乌粮食播种面积年均增长 ８％以上，耕地利用率提高 ５％以上，农药使用量亩均降低 ３０％以上，土地产

出率从 ５５６７ 元提高至 ８８４６ 元，增长 ５８. ９％（余依萍，２０２２）
　 例如，关于农地位置、流转数量、使用年限、价格、支付方式、双方权利与义务、双方合法权益保障等



表 １　 义乌市农业标准地生产经营控制性指标

类别 一类标准地 二类标准地 三类标准地

投入产出 见表 ２

设施设备 设施种植面积占比 ８０％以上
粮食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到 ８０％以上或设施种植面积占
比达 ８０％以上

粮食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到 ９０％以上

安全环保
通过无公害基地认定；全程实行标准化生产；质量追溯体系完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９５％以上；测土配方
施肥覆盖率达 ９５％以上；农业废弃包装物统一回收和集中处理率达 １００％

面积年限
粮食 ３００ 亩以上；蔬菜 １００ 亩以上；水果、苗木等经济作物 ２００ 亩以上。 当年生作物流转期限 ５ 年以上；多年生
作物流转期限最少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结束（２０２８ 年）

带动效益 每百亩带动农户 １０ 户以上；与村集体经济发展建立联结机制，每百亩带动村集体增收 １ 万元以上

表 ２　 义乌市农业标准地亩均投入和产出指标

类别　 　 一类标准地 二类标准地 三类标准地

粮食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２０００ 元
亩均产出不低于粮食生产功能区
亩产标准的 ８５％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２０００ 元
亩均产出不低于粮食生产功能区
亩产标准的 ９０％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２０００ 元
亩均产出早稻和连作晚稻产量 ４５０
公斤以上，单季晚稻产量 ６００ 公斤以
上，旱粮产值 ５０００ 元以上

蔬菜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３ 万元
亩均产出 ２ 万元以上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３ 万元
亩均产出 ２ 万元以上

水果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３ 万元
亩均产出 ２ 万元以上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３ 万元
亩均产出 ２ 万元以上

中药材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１. ５ 万元
亩均产出 ２ 万元以上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１ 万元
亩均产出 ２ 万元以上

糖（果）蔗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８０００ 元
亩均产出 ６０００ 公斤以上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７５００ 元
亩均产出 ６５００ 公斤以上

茶叶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６５００ 元
亩均产出 １ 万元以上

花卉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７ 万元
亩均产出 ７ 万元以上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７ 万元
亩均产出 ７ 万元以上

苗木
亩均投入不低于 ２ 万元
亩均产出 ２. ５ 万元以上

　 　 实际上，在农地流转中强化农地利用要求，不
仅有利于遏制流转后的农地利用乱象，对于农地流

转本身也是一种促进。 我国农地具有强烈的“人
格化特征”，“三权分置”和土地确权等强化产权强

度的制度安排又进一步加剧了农地的 “禀赋效

应”，致使农地流转受到抑制。 而将农地高效利用

条款纳入农地流转合同，有助于减少农地经营主体

对农地的破坏与滥用，由此减轻承包者对经营权回

收后处置权弱化问题的担忧，从而缓解“禀赋效

应”和促进农地流转。
此外，在农地流转中强化农地利用要求，还有

利于提升农地流转的综合效益。 农地流转是手段

而非目的。 农地兼具私人品和公共品属性（特别

是在农地非私有化的地区），且能提供多种生态系

统服务，所以农地流转的目的或者说效益，不仅在

于提高交易双方的私人利益（如获取农地租金或

获取生产要素），还应指向稳粮保供、耕地保护、科
技示范推广、生态环境保护、共同富裕等公共利益

（特别是当流转的农地带有财政投入或政策支持

时）。 国际上，这种旨在激励农地经营者增加环境

公共产品供给的合同设计也被称为 “合同 ２. ０”
（Ｐｒａｇｅｒ 等，２０２０）。 也有研究从私人合同追求公共

利益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合同概念框架，以期解决

全球农 业 食 品 治 理 中 的 关 键 挑 战 （ Ｍｕｉｒｈｅ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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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因此，即使强化利用要求会导致更高成本，
但如果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那么强化利用要求也

是合理选择。
当然，这些高效利用要求条款的设置属于一种

政府行为，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主要在于：一是保障

公共利益。 如前所述，农地流转不仅关乎交易双方

的私人利益，还关乎诸多公共利益，特别是对于那

些带有财政投入或政策支持的农地。 政府在制定

要求条款时，相比于农地流入方更有积极性也更有

责任思考如何保障农地流转的公共利益。 二是畅

通民众参与通道。 据笔者调研，当地政府在敲定要

求条款之前，通过走访调研和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

式，广泛征求了农户等相关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并
努力寻求各种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将顶层设计和问

计于民有效结合，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操作

性。 此外，这种附加高效利用要求条款的新型农地

流转是双向选择，而非强制性交易。 参与流转的自

由选择权可以使流入方“隐形”或间接地参与条款

的制定。
（二）契约属性：更高的资产专用性

契约内容的增加未必带来契约属性的变化，因
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带有高效利用要求的农地流转

的契约属性。 理论上，契约属性主要包括三个维

度： 资 产 专 用 性∗、 不 确 定 性 和 交 易 频 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９）。 其中，从理解契约关系的治理

结构而言， 资产专用性最为重要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２０１０），其含义是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

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７９）。 强化农地利用要求将导致农地流

转存在更高的资产专用性。
对于农地流出方而言，增加农地高效利用条款

意味着：一是农地利用范围的缩减，且在不损害价

值的条件下改为他用的难度增大。 附加高效利用

条款后，待交易的农地被预先设定了明确的产业类

型与发展定位，特别是当农地利用涉及大量公共品

供给且流出主体承担较大相关政治压力时。 鉴于

农业生产的自然特征特别是对农地要求的差异，若
预先以方式 Ａ 生产作物 Ｂ 的农地改为以方式 Ｃ 生

产作物 Ｄ，农地的生产价值难免受损。 此外，为了

提升带有高效利用要求的拟流转农地对流入方的

吸引力，流出方在交易前通常进行更多的农地基础

设施（如水利、道路等）投入，而这种投入具有更加

明确的用途指向性和使用门槛性特征，在不损失生

产价值的条件下改为他用的难度增大。
二是农地交易对象范围的缩减，且在不损害价

值的条件下改为他用的难度增大。 并非所有经营

主体都能达到农地高效利用条款的要求。 这些条

款对农地使用方的产业基础、发展能力、带动能力

以及拥有要素的数量与先进性都有着较高要求。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交易对象的范围，也导致

在确定合适的流转对象后，中途换人再寻找相近替

代者的难度增大。 若不能及时找到近似替代者，除
了上述主体能力因素，农时的紧迫性和不可逆性特

征也会导致农地的生产价值减少。 此外，当带动其

他农户的要求被纳入农地利用条款时，流入主体在

选择拟带动的农户后会产生人员专用性，更换后的

流入主体不一定能够顺利地与原有带动农户继续

合作。
对于农地流入方而言，由于高效利用条款的存

在，拿到农地后还需进行大量的专用性投资。 这些

投资改用于其他地块或其他用途时会有较大的价

值损失。 一是设施装备投资专用性。 机械使用对

地块特征具有较高要求，更换地块后很可能影响机

械使用。 类似地，大棚等农业设施也往往根据地块

而建。 二是品牌投资专用性。 例如，无公害基地认

定等品牌投资在更换地块后难以直接沿用。 三是

物料投资专用性。 高效且可持续的农业技术应用

往往伴随着地块专用性。 例如，测土配方施肥是一

种农业绿色技术，根据地块土壤与作物的质量信息

与养分需求来制定个性化施肥方案和购买相应肥

料。 若更换地块则易引起施肥方案明显变化，原有

的肥料投资必然受损。 而若不再使用这项技术，又
会带来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损失。

上述契约属性的变化，又进一步引发交易风险

的变化。 在“合同人”假定下，可行集内的契约都

是不完备的，此时资产专用性的衍生后果变得更加

明显（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６）。 如果存在更强的资产专

用性，交易双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会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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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严峻的交易风险，特别是 “敲竹杠” （Ｈｏｌｄ －
ｕｐ）问题。 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Ｋｌｅｉｎ 等，１９７８），
资产专用性越高，专用性准租金就越高。 敲竹杠是

侵占专用性准租金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带来了更

高的违约风险与交易成本。 由于强化了利用要求

的农地流转存在更强的资产专用性，交易双方更有

敲竹杠的机会与冲动。
就农地流入方而言，他们知道随着农地利用要

求的增强，农地流转被赋予了更多期待，而若失去

流入方的积极配合，这些预期目标很难如愿实现，
最终反而会影响农地流出方的利益。 所以他们在

契约执行过程中，就更有底气和筹码来要挟流出方

降低租金水平，或降低履约认定标准，或给予合同

以外的更多好处等，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使

是通过机会主义行为）。
就农地流出方而言，他们知道在强化利用要求

的农地流转中，流入方拿到农地后会进行不少的专

用性投资，也就难免存在侵占流入方专用性准租金

的冲动，例如提升租金水平或减少农地供给。 特别

是当流出方担负较大行政考核压力或参与“地方

政府竞争锦标赛”时，就更有冲动过度干预流入方

的生产经营决策，例如违背经济规律地盲目扩大生

产经营规模。

三、“农业标准地改革”中农地流转的治理结构分析

（一）农地流转的一种新型组织模式

如前所述，农业标准地改革中的农地流转面临

着更高的资产专用性及其引发的交易风险，这对农

地流转的组织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向普通农地

流转的传统组织模式恐难胜任。 交易成本经济学

的“契约属性—治理结构”分析框架，为解决这一

难题提供了有益思路。 根据“有效匹配假说”（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１０），每项交易都有各自属性，需要匹配

相适应的治理结构，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即在提防

机会主义干扰过程中实现对有限理性的节约（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７９）。

该理论将交易的组织模式视为存在“分立式

结构”差异的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的主要类型包

括市场制、混合制、层级制（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１）。 区

分不同类型治理结构的关键特征是激励强度、行政

控制和契约法机制（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２）。 其中，激励

强度主要指经济收益，行政控制主要指信息披露、
监督与奖惩等手段，契约法机制主要指法律秩序或

私人秩序。 因此，市场制的特征是强激励、弱控制、
强契约法，层级制的特征是弱激励、强控制、弱契约

法，混合制则处于市场制和层级制的中间状态。 上

述特征的差异决定了不同治理结构在协调控制机

制以及适应变化的能力上存在差异。 治理结构的

选择，可以看作是根据交易属性特征而在激励强度

和行政控制之间的权衡，从而更好地注入秩序、减
少冲突、实现互利（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８８）。 理论上，随
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加，治理结构应从市场制转向混

合制，最后再到层级制（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１０）。
实际上，我国目前大部分农地流转的治理结构

都是混合制，主要表现为市场交易与政府监管相结

合（Ｌｉ，２０１７）。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包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

场由政府主导。 当地政府要成立由相关部门组成

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市场

运行进行指导和监管。”有研究发现，县乡政府和

村委会等第三方参与农地流转，取代了关系治理在

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改变了熟人社会的关系

治理模式，使租金接近市场价格（Ｃｈｅｎ，２０２２）。
然而，在强化了农地利用要求的新型农地流转

中，由于资产专用性的增加，交易双方的双边依赖

或者说捆绑锁定的程度加深，双方都更易受到偏离

契约精神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此时“协作适

应”的需求增加。 这就需要进一步牺牲激励强度

而增加行政控制，进而避免原有治理结构对资产专

用性的不良适应及其带来的高昂讨价还价成本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５）。 再考虑到层级制是万不得已

的最后选项，强化了农地利用要求的农地流转组织

模式选择，应当是通过创新混合制的实现形式以达

到更强的行政控制。 从“治理成本与资产专用性

的函数关系”（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１）来看，强化了农地

利用要求的农地流转组织模式 Ｘ２（ｋ）可以看做是

数量导向型农地流转组织模式 Ｘ１（ｋ）沿着混合制

曲线的向右移动（见图 １）。 其中，横坐标轴代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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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专用性，纵坐标轴代表治理成本。 Ｍ（ｋ）、Ｘ（ｋ）、 Ｈ（ｋ）分别代表市场制、混合制、层级制。

图 １　 治理成本与资产专用性的函数关系

　 　 农业标准地改革生动体现了上述理论意蕴，针
对带有高效利用要求的农地流转构建了一种新型

组织模式：在“承包户→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主

体”组织模式的基础上，增设乡镇资产运营公司，
将农地流转的交易双方从“村集体经济组织→经

营主体”转变为“乡镇资产运营公司→经营主体”；
同时，强化地方政府对农地流转的监管与服务，形
成了一种行政控制更强的混合制治理结构的实现

形式（见图 ２）。 其中，“经营主体”是农地高效利用

条款的落实执行者。 “乡镇公司”是农地流转的中

介组织者，主要开展拿地（集中收储）、做地（升级

改造）、出地（招商选商）等工作。 “地方政府”是农

地流转的监督服务者，主要开展事前评估、事中服

务、事后监管等工作。 实际上，增强市场对土地资

源的配置作用，同时强化政府管理和服务作用，正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

经验启示（张兰等，２０２１）。 未来的中国农村土地

要素市场化改革，也要统筹做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

府的文章（钱文荣等，２０２１）。

图 ２　 “农业标准地改革”：混合制治理结构的实现形式创新

　 　 １. 乡镇资产运营公司。 在乡镇一级建立农地

流转服务中介机构（Ｗａｎｇ，２０１９），完善农地流转的

信息传播服务，是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重要方

式。 在农业标准地改革中，乡镇资产运营公司主要

承担以下工作。
（１）拿地（集中收储）。 在村集体组织农户进

行农地流转的基础上，乡镇资产运营公司从村集体

手中拿地，以扩大待流转农地的规模和集中连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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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其中，村集体①内嵌于农村社会关系网路的组

织协调优势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积极作用（Ｌｉ，２０２１；
易钟婷等，２０２２）能够继续发挥。

（２）做地（升级改造）。 乡镇资产运营公司对

收储的农地进行改造升级（如水利、道路等农地基

础设施建设），形成拟向生产经营主体流转的高质

量农地。
（３）出地（招商选商）。 乡镇资产运营公司将

拟流转的农地信息在政务信息网、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中心等平台上发布，开展经营主体招引工作，并
明确农地利用的控制性指标。 乡镇资产运营公司

根据意向主体报名情况开展审查与对接。 磋商结

束后，经营主体与乡镇资产运营公司等签订流转合

同和投资建设协议。
２. 地方政府。 在农业标准地改革中，地方政

府除了在“承包户→村集体”和“村集体→乡镇公

司”两个环节继续发挥政府的管理与服务职能，重
点在“乡镇公司→经营主体”环节强化了农地流转

的监管与服务。
（１）事前评估。 建立拟流转农地的调查评估

数据库，包括土地性质、农地类型、产业状况、宜农

地块等调查评估信息。 经营主体在签约前根据目

标地块的产业定位和控制性指标编制可行性研究

报告，并报送相关部门核准与评估。
（２）事中服务。 按照“最多跑一次”要求，地方

政府花大力气做好农地流转的服务工作，通过定标

准、减流程、优服务，将所有办证环节前置，有效缩

短企业办事时间，经营主体签约当日即可进驻开工

建设，实现农地“即拍即用”，有效提升了经营主体

的获得感与工作效率。
（３）事后监管。 在农地流转的一定时期后（一

般是当年生作物 ２ 年，多年生作物根据不同类型作

物生产周期由当地确定），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

头，会同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对经营主体关于控制

性指标的履约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与认定。 对履约

的生产经营主体予以奖励，对严重违反投资建设要

求且拒不整改的主体按照约定解除协议。 表 ３ 为

义乌市的农业标准地项目认定评分表。 其中，既有

一票否决的认定内容，也有定量打分的认定内容。
此外，建立健全以县（市、区）为单位、对各类参与

主体进行综合评定的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全省联

网、互通共享的主体信息数据库，并将控制性指标

完成情况的认定结果录入主体信息数据库。
（４）政策扶持。 农业扶持政策优先向农业标

准地改革项目倾斜。 将财政支持的农业基础设施

类项目∗和产业类项目∗∗结合农业标准地改革项目

一体谋划、同步实施。 鼓励金融机构为农业标准地

改革单列支持计划。 将设施农业用地、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等用地指标优先保障农业标准

地改革项目。 鼓励各地对农业标准地改革项目的

经营主体给予补助。 在义乌，对评估合格且种植粮

食作物的农业标准地改革项目主体，一次性给予

２００ 元 ／亩的奖励， 由市财政和镇 （街道） 各承

担 ５０％。
（二）新型组织模式如何降低农地流转风险

新型组织模式如何降低农地流转风险，特别是

相对于“承包户→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主体”的
组织模式，这种新型组织模式的优势何在？ 自我实

施机制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有益参考，其核心内容

是通过提高违约成本或降低违约收益，使交易者认

为履约比违约更有利，由此促进交易者做出履约的

决策（Ｋｌｅｉｎ 等，１９７８）。 增设乡镇资产运营公司并

强化地方政府监管与服务的新型组织模式，不仅可

以继续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协调内部成员流转农

地的固有优势，更能够强化自我实施机制，降低强

化利用要求农地流转的交易风险。 农业标准地改

革的实践结果为上述判断提供了经验佐证。 据笔

者调研，义乌已落地农业标准地项目 ４０３ 个，绝大

部分业主都严格执行了农地高效利用条款，被“黄
码”∗∗∗预警的项目占比仅为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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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
∗∗∗

《物权法》《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均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

理。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要求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

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

　 例如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等

　 例如现代农业园区、特色农业强镇等

　 义乌建立了“绿黄红”三色评价机制，根据各项控制性指标进行监测，及时淘汰“红码”不达标业主，预警“黄码”业主并限期整改



表 ３　 义乌市农业标准地项目认定评分表

评分项目
计分权重

（％） 认定指标
分值
（分）

否决项 种植范围、流转面积、流转年限不符合相应要求的 一票否决

亩均投入 １５ 符合控制性指标要求得满分；每降低 ５％，扣 ２ 分 １５　

亩均产出 １５ 符合控制性指标要求得满分；每降低 ５％，扣 １ 分 １５

设施装备 １５ 符合控制性指标要求得满分；每降低 ５％，扣 １ 分 １５

质量安全 １５
通过无公害基地认定 ５
全程实行标准化生产 ５
质量追溯体系完整 ５

生态环保 １５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９５％以上，每减少 １％，扣 １ 分 ５
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达 ９５％以上，每减少 １％，扣 １ 分 ５
农业废弃包装物统一回收和集中处理率达 １００％，每减少 １％，扣 １ 分 ５

带动效益 １０
每百亩带动农户 １０ 户以上，每减少 １ 户，扣 ０. ５ 分 ５
每百亩带动村集体收入 １ 万元以上，每减少 ０. １ 万元，扣 ０. ５ 分 ５

经营管理 １５
经营主体信誉良好，综合评定信用等级 Ｃ 级及以上 ５
管理机构健全，生产运行良好 ５
管理制度完善，管理台帐规范 ５

总分　 　 １００　 １００　

　 　 注：本评分表总分 １００ 分，新增项目得分达 ８５ 分以上、存量认定得分达 ８０ 分以上，方能被认定为农业“标准地”项目

　 　 １. 提升农地经营主体的违约成本。 违约决策

取决于违约收益与违约成本的比较（Ｋｌｅｉｎ，１９８０）。
上述新型组织模式之所以能够明显提高农地经营

者的违约成本，一方面是来自当地政府的支持，例
如设施农业用地指标、产业项目优先倾斜、奖励补

贴、技能培训等，这些政策支持很多都挂钩于履约

认定。 此外，对于追求规模经济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而言，能够顺利拿到集中连片且长期稳定的农地

并非易事，参与具有地方政府支持和背书的农业标

准地项目则是一条“捷径”，违约就会失去这一红

利。 正如一名参与义乌市农业标准地改革的农业

经营主体负责人坦言：“这其实是最让我满意的地

方，因为我不用挨家挨户跑了，而且承包期稳定

了”（丁乐坤，２０２３）。 另一方面是乡镇资产运营公

司对农地的改造升级，特别是基础设施投入。 乡镇

资产运营公司在此方面相比于村集体更有优势：因
可跨村而使农地改造升级的面积更大，且具有能力

更强的专业化队伍，所以乡镇资产运营公司供给的

农地在数量和质量上更有吸引力。 这也让乡镇资

产运营公司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有助于促使农地

流入方缴纳更多的履约保证金。
２. 强化农地流出方终止合同的能力。 违约成

本的升高未必增强自我实施机制，还需要被要挟的

一方具有足够的终止合同能力（Ｋｌｅｉｎ 等，１９９７）。

在强化了农地利用要求的农地流转中，农地流出方

的招商能力直接影响其终止合同的能力。 相比于

村集体，乡镇资产运营公司具有更强的招商能力、
更大的招商范围、更高的招商效率，更能避免招商

项目“无人问津”或“后继无人”。 例如，一名义乌

市的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回忆，农业标准地项目招

商竞争激烈，一个项目就有 ３０ 多个种植大户报名

（丁乐坤，２０２３）。 此外，村集体易因过度政治化而

承担农地流转的无限责任（杜娇，２０２３），或如同官

僚机构一样不愿承认过失或被问责（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７６），因此在农地经营主体敲竹杠和违约时也难

以终止合同，而乡镇资产运营公司承担的政治压力

相对较小。 另外，政府出台的专项政策也能强化终

止合同的能力，例如《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推进农业标准地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对
严重违反农业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且拒不整改的

主体按照约定解除协议”。
３. 强化履约监督。 对于履约情况的监督能够

为终止合同提供有力依据（Ｋｌｅｉｎ，２０００）。 判断履

约情况会涉及诸多技术标准，而技术标准本身不是

自我实施的， 需要设置一个监督机构 （ ＣＴＩＣ，
１９７３）。 由政府部门自身或牵头进行履约监督或仲

裁，相比于由村集体实施监督主要有两方面优势。
一是更具监管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助于避免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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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优势的交易方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信息或者

不完整地、选择性地披露信息等机会主义行为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１），还可降低村集体与经营者合谋

造假的风险。 二是在知识能力与监督能力上具有

优势。 在不完全契约的执行过程中交易双方需要

更多的知识信息（Ｗｉｎｔｅｒ 等，１９８２）。 由于农地高效

利用条款的存在，履约监督的难度更大。 例如在义

乌农业标准地改革中，项目认定采用打分制，打分

依据是对各项控制性指标完成情况的量化计算。
这对监督主体关于专业化指标（例如测土配方施

肥覆盖率）的核算能力与知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

求，单靠村集体很难实现，而由乡镇运营公司和地

方政府完成更为合适。 此外，数字技术应用是提升

监督能力的利器，但需要政府的主动作为。 例如，
义乌市政府打造了农业标准地数字化应用监管场

景，充分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卫星遥感、物联网等现

代数字技术，构建统一的数据监测模型和监测数

据，对每块标准地建立数字化监管台账，实现监管

过程有痕可查（王志坚等，２０２１）。

４. 强化声誉机制。 声誉机制的主要作用是影

响未来的双方合作或机会主义者与其他交易者的

合作（Ｆａｍａ，１９８０；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１９８２）。 敲竹杠或违

约行为导致的声誉贬值可使机会主义者在以后的

交易中增加契约签订成本、抵押成本等交易成本。
已有证据表明，声誉良好的流入方更有可能履行农

地流转合同（Ｌｉ 等，２０２２）。 当然，声誉机制的作用

发挥程度取决于一些前提条件，例如重复博弈程度

和声誉传播能 力 （ Ｋｒｅｐｓ 等， １９８２； Ｍｉｌｇｒｏｍ 等，
１９８７）。 农业标准地改革中的新型组织模式能够强

化这些前提条件。 例如，通过乡镇资产运营公司与

地方政府合建的农地流转主体信息库或信息交流

平台，可以在超越村级的更大范围和多部门间实现

信息共享与交流。 将农地经营主体的敲竹杠或违

约信息纳入信息库后，声誉传播渠道、传播能力以

及传播可信度均得以明显加强。 此外，乡镇资产运

营公司招引的农地经营主体，其经营规模和品牌资

本往往强于村集体招引的主体，也就更易受到声誉

机制的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农业标准地改革，既带来了一种新型农地流转

模式，又提供了一种新型农地流转组织模式，为深

化农地流转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本文基于交易

成本经济学的“契约属性—治理结构”分析框架，
分析了农业标准地改革背后的理论内涵与作用机

理。 研究发现，强化农地利用要求的新型农地流

转，面临着更高的资产专用性及其引发的交易风

险。 在村集体组织农户流转农地的基础上，增设乡

镇资产运营公司并强化地方政府的监管与服务，是
混合制治理结构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能够更好地

匹配和适应这种新型农地流转的契约属性，从而更

有效地降低交易风险。
第一，强化农地利用要求的新型农地流转推动

着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实现形式创新。 我国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要“以不变应万变”。 不变的是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变的是其实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地

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的实现形式从承包户经营拓展到非承包户经营，从

而更好地适应了土地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分

离的发展趋势与现实需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强化农地利用要求的新型农地流转则将非承包户

经营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其目的与作用不仅是改变

农地利用主体（解决“谁来用”的问题），更是优化

农地利用方式和提高农地利用效率（解决“如何用

好”的问题），由此迈上一条以农业经营体系创新

引领农业生产体系与产业体系创新的农业现代化

加速发展之路。
第二，强化农地利用要求的新型农地流转需要

相适宜的组织模式为其保驾护航。 天下没有免费

的午餐，强化农地利用要求的农地流转在追求更高

农地利用效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更高的资产专用性

及其引发的交易风险。 此时，旨在提高或稳定农地

流转面积的组织模式难以胜任。 在排除克服资产

专用性效果不理想的市场制和作为万不得已选项

的层级制之后，强化农地利用要求的农地流转的组

织模式选择问题就变成如何创新混合制治理机构

的实现形式。 农业标准地改革吻合了上述规律，其
核心经验是，既创新农地流转的契约内容又创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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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的组织模式。 在将农地高效利用条款纳入

流转合同的同时，增设乡镇资产运营公司并强化地

方政府的监管与服务，构建一种更加匹配新型农地

流转契约属性的组织模式，从而降低新型农地流转

的交易风险。
第三，强化农地利用要求的农地流转组织模式

研究仍需深化。 农业标准地改革中的新型农地流

转组织模式，虽然相对于传统组织模式更加匹配强

化利用要求的农地流转，但并不意味着已是最优模

式。 这种新型组织模式伴随着乡镇资产运营公司

与地方政府的内部组织成本问题以及地方政府的

财政压力问题。 为此，开展农业标准地改革的地区

正在尝试数字化改革的办法，其大致方向是以数字

技术的创新应用加快农地流转的业务流与数据流

协同，从而促进农地流转的体制机制变革与重塑，
相应的机理分析与效果检验值得后续研究跟进与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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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 Ｂａｏｚｈｉ，ＱＩＡＮ Ｗｅｎｒ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ｗｉｔｈ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ｆｏｒ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ｗｉｔｈ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ａｃ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ａｓｓｅ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
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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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宝值等：“农业标准地改革”及其理论诠释


